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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细流，与中原文化血肉相连。潮州歌

册作为地方性的说唱文学，也必然受到中原文化母乳的哺育。但潮州

歌册是怎样在中原说唱文学的输入影响下形成的，仍是一个在探讨研

究的课题。因为，最早的歌册没有流传后代，志书、史书及文人著作

都未见有潮州歌册的记载，流传下来的旧歌册都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

刻本，几乎都没有留下写作的时间和作者的姓名。俗文学的这一情况

是全国的普遍现象，郑振铎先生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

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传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

东西”，“它们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一个地方传到那——

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正确产生年月的”。(《中国俗文学史》)正因如

此，我们也无法断定刻本留下来的歌册是时人所作还是刊刻过去抄录

的故本。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只能从中原各种说唱文学的体式特点及其产

生、流传的时间、区域，推导其与潮州歌册的传承关系。 

我国的说唱文学虽从秦汉诗赋和书史文传已略见雏形，但它作为

一种独立的文学式样，则是至唐代才形成的。郑振铎认为，从甘肃敦

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代变文，“是讲唱文学的祖祢，最早出现于世的”。

(《中国俗文学史》)变文是唐代佛寺院中由僧侣向群众宣传佛经教义

的“俗讲”底本，讲的是佛教故事(如《维摩诘经变文》、《大目乾连

冥间救母变文》)，后来也用来讲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伍子胥变

文》、《王昭君变文》)。其形式是散韵结合，边进边唱，唱词以七字

句为主。潮州歌册的艺术形式与变文相近，但它是受变文的间接影响，

而不是在变文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因为变文的全盛期是唐玄宗开元

至唐宪宗元和年间(713——820)，北宋初年就被皇帝诏令禁止流传而



几至消亡。而唐代潮汕仍属蛮荒之地，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经济、

文化还很落后，未具备产生说唱形式民间文学的条件；另一方面，唐

代潮汕方言还未形成，不可能产生用潮汕方言说唱的歌文、歌本。 

我们说变文对潮州歌册产生间接影响，是因为变文消失之后，新

出现的多种民间文学形式，承袭了变文的体式，其中有的直接影响潮

州歌册的产生与形成。郑振铎说：变文“其精灵是蜕化在诸宫调、宝

卷、弹词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我们看‘变文’嫡

系的儿子‘宝卷’，在袭用了‘变文’全体体格之外，还加上金宇经、

挂金索等等的当时流行的歌曲”。(《中国俗文学史》)宝卷近似变文，

都是和尚说经而又不限于说经，形式上又多七言韵文和散韵结合；宝

卷流行于宋元至明清，故能对潮州歌册产生直接影响。 

对潮州歌册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宋元明的说唱伎艺“陶真”

和元明的说唱伎艺“词话”。这两种说唱伎艺其源出自藏于敦煌千佛

洞的“词文”。词文是唐代民间说唱艺术，主要唱词是韵文构成，词

句以七言为主，间用三、三句式，偶句押韵，可一韵到底，也可转韵，

“对后代的说唱艺术有重要的影响，开诗赞体陶真、词话一类说唱艺

术的先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陶真源于北宋

乡村，随赵构南渡而传到南方，内容多唱古今小说、平话，格式是七

言诗赞体，用韵宽，口语化，着重叙事，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词话

盛行于元，流传至明代，其唱词多用七言或十言句，内容广泛，有历

史故事、传奇、公案、灵怪等。 

宝卷、陶真、词话都是宋室南渡以后盛行于江南一带的说唱伎艺，

体式与潮州歌册相似，它们流传的时间较长，且江南较接近潮汕，因

而于宋末至明初，通过江西、福建流入潮汕，影响潮州歌册的形成。

这如同南宋时盛行于东南沿海的南戏，于元末明初之际流传入潮州影

响潮剧的形成一样。 

一定的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政治的产物。明开国一百多年期间，

政治比较稳定，经济较繁荣，儒学蓬勃兴起，呈现出“天下承平”的



局势。潮汕地区在建明之初，经过修堤筑防，兴办水利，扩大双季稻

的种植，农业生产呈商品化发展态势，从而刺激了手工业、商业的繁

荣发达，商品经济不断增长，市民阶层扩大，儒学教育也逐步开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流行于江南一带的说唱文学传入潮汕，正是适应潮

汕市民的文化娱乐需要，潮汕的歌谣、畲歌、秧歌、俗曲，在吸收了

宝卷、陶真、词话的艺术形式与长篇叙事特点之后，逐步发展为潮州

歌册，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种新文学式样的产生，在继承和发展原来的文学式样时，往往

需经历一个过程。如潮剧是由南戏演变的，但南戏入潮之后，先形成

“正音戏”，继而才有“潮调”。所以明代初年，我们只能说是潮州

歌册的萌芽时期。潮州歌册的产生与形成，应是在明代中期，这可以

从潮剧的史料取证。1975 年在潮安县一墓葬出土的明宣德七年(1432)

《刘必希金钗记》写本，是戏曲演出本，戏目标明着“正字”，表示

用“正音”即官话(国语)念唱，可能是使它与唱“白字”(土音)的潮

州戏区别开来，也许当时已有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粗简短小的

地方戏存在。明嘉靖丙寅(1566)刊印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

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虽未注明原刊本的刊印时间，但已说明

在此之前已有潮泉戏文存世。万历年间(1573-1619)刊刻的《金花女》

利《苏六娘》戏文，则完全是用潮汕方言写作的潮剧戏文。从这两个

戏文我们发觉 400 多年前的方言和今天的大体一样，甚至俗语、谚语、

习惯用语也相沿承袭。其实在这两个戏文刊印之前已有了潮州戏，“潮

阳在正德年间(1506-1521)就有《椎结戏剧》的民俗活动”；(《宋元

翰传》)“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男女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

少数女。富族大家恬不知耻，且又蓄养戏子，致生他丑”。(嘉靖十四

年(1535)广东监察御史戴景主编的《广东通志》《正风俗条约》)。 

上文对潮外戏的产生和存在时间进行分析探讨，是为了说明潮州

歌册的产生年代。因为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是以一定的声腔与说唱

伎艺为基础的。赵景琛先生说：“所谓黔剧(文琴戏)就是从贵州弹词



发展的，”“黔剧是贵州弹词产生出来的一朵新花”。(《曲艺丛谈》)

顾学颉先生在《元明杂剧》一书中也指出：“元杂剧是综合了初期戏

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发展而成的。”这都说明戏剧的形成、发

展，需要以一定的讲唱文学为基础。潮州戏也不能例外，需要有说唱

文学潮州歌册为前提条件才能产生、发展。正如潮汕文化名人肖遥天

先生在其《潮音戏寻源》一文中说的：“潮州之有弹词(指“潮州歌

册”)，时间未可考，惟较先于潮音戏的组织，则毋容置疑者也。”明

代戏曲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

小曲而为之；”“南戏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徐渭述说了民间

的通俗说唱跟南戏产生的关系，与我们说的潮州歌册为潮州戏所吸取，

并影响潮州戏的形成和发展，道理是相同的。 

从上述几部潮州戏的戏文，明显地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融入潮州歌

册的。有关专家认为，《荔镜记》把七字句的唱词增入到曲牌中，并

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果把这些增入的七字诗歌从戏文中挑出后连接起

来，实际就是一部《荔镜记》的潮州歌册。既然潮州戏的产生需要有

说唱文学——潮州歌册为基础，而潮州戏在明代中期己开始出现，因

此，说潮州歌册在明代中期形成是不过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无论

潮州戏与潮州歌册，其形成的初期都是简朴、短小、粗疏，只有在不

断的发展中才能“发育健全”而趋于完善。著名戏曲家赵景琛说：“有

许多戏都是从小戏到大戏，由演员少到演员多的……对子戏大都是一

生(或一丑)一旦，后来演变为弹词戏就比较复杂。”(《曲艺丛谈》) 

综上所述，潮州歌册是潮汕的歌谣、秧歌、畲歌、俗曲，接受宋

末明初传入的宝卷、陶真、词话的影响，于明初开始萌芽，至明代中

期形成。潮州歌册的兴盛和广泛流传则是在有了刻本之后的晚清至民

国时期。潮州歌册吮吸着中原的说唱曲艺的乳汁，又绽放出地方土壤

蕴育的芬芳，是中国说唱文学的百花园里一朵绚丽多姿的小花。 


